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访谈

编按：35 年前，声势浩大的天安门民主运动以被残酷镇压而告终，中国

与第三波民主化擦肩而过。重视从过去的失败中学习，才更可能在未来取

得成功。那场运动的经验教训是否得到了正确的总结？如何看待公民抵抗

在香港所遭受的严重挫败？为什么我们必须坚持非暴力抗争作为争取自由

民主的手段？如何改进我们运用这种抗争技术的技能，从而提升成功的机

会？《中国民主季刊》芮朝怀就这些问题，与《北京之春》荣誉主编、中

国民主转型研究所荣誉所长胡平先生做了以下对谈。

 

芮朝怀（以下简称芮）：1989 年天安门民主运动被镇压距今已经 35 年。

今天，89 年的抗议者们所怀抱的自由民主理想还没有实现。您在 1990 年

写过一篇长文《八九民运反思》，从那时到现在，您经常在不同场合发表

关于非暴力抗争的评论，包括暴力与非暴力之争、香港反送中运动等。在

这里，我想重点请您将您多年来的主要看法集中做一个分享。

胡平 芮朝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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首先，您认为八九民运有哪些非常成功的地方或者说成就？它又有哪些重

要的战略或策略失误与其最终的失败有关系？还有，您认为 35 年后的今

天，89 民运的经验教训是否已经得到了正确的总结呢？

胡平（以下简称胡）：八九民运是一场伟大的民主运动。第一，它是一场

真正的民主运动。近代以来，中国和很多国家都发生过大规模的群众运动，

有些是宗教的，有些是民族主义的，有些是反对政府的，这些并不是追求

自由民主，但中国的八九民运是真正的民主运动。第二，参加的人数之多、

规模之大、持续时间之长，不但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，就是世界历史上

也是极其罕见的。第三，这么大一场运动，始终坚持非暴力，令人惊叹。

在这场运动中，中国人，包括海外华人，所表现出的崇高、热烈、真诚、

团结，以及面对六四事件所表现出的同仇敌忾、无比的义愤与悲情，实在

称得上是我们民族的一次高峰体验。中国人的精神面貌从来没有表现得那

么纯真、那么美好、那么让人感动。我相信，每一个过来人都不会否认这

一点，不管他现在对这场运动怎么看。你既然曾目睹它飞掠高峰，你就该

知道它不是鸡，它是鹰。无论如何，我们不应该对我们的民族失去信心。

非常不幸的是，八九民运虽一度取得了非常了不起的成就，但最终失败了。

从民运这边反思，民运在策略上的主要失误，简言之，就是没能做到见好

就收。

芮 :“见坏就上、见好就收”是您对 89 民运一个著名的反思性结论，您可

否解释一下这个提法的意思？您认为 1989 年民运在什么节点上可以见好

就收？在非暴力抗争的某些培训课程中有一个说法，叫“宣布阶段性胜利”，

如果将“见好就收”重新表述为“宣布阶段性胜利”，是否更容易被理解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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胡：所谓“见坏就上、见好就收”，也就是博弈论的“一报还一报”。是的，

见好就收就是宣布阶段性胜利的意思。我在文章里讲过：民运不是一锤子

买卖，不可能一步到位，民运需要积小胜为大胜，因此需要在一定阶段提

出一定的阶段性的目标，去实现阶段性的胜利。已故的非暴力政治学权威

基恩·夏普（Gene Sharp）曾经对 1989 年中国的天安门民主运动做过认

真的考察与研究，他总结出的一条教训就是：如果学生通过谈判获得可持

续的政治空间后撤出（政治局里的温和派后来被证明已经准备考虑给予那

种空间），学生就可以声称取得了胜利并将这一信息传遍全国。这就是我

所说的“见好就收”。另一位非暴力行动专家、塞尔维亚学者波波维奇（Srđa 

Popović）在他那本专门研究如何用非暴力方式打败独裁者的书《革命蓝图》

（Blueprint for Revolution）里，把“见好就收”当作非暴力抗争的重要

策略原则。波波维奇说，非暴力抗争要想取得成功，必须要“懂得在何时、

以何种方式宣布胜利”即见好就收。波波维奇也对中国的八九民运做过研

究。他指出，中国八九民运失败的原因就是，学生太过理想主义，没有利

用当局的退让而及时地宣告阶段性胜利。

有人说，在八九民运中，从来就没有出现过“好”。当然不是。在八九民

运中，出现过不止一次的“好”。单单是当局表示愿意和学生领袖、而且

是学生自己的独立的组织的领袖坐下来对话，就已经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功

了，还能不算“好”吗？在八九民运中，有好几个节点可以见好就收。例

如 5 月 16 日阎明复到广场和学生对话，又如赵紫阳 5 月 17 日代表政治局

五常委发表书面讲话。如果在这些节点上，民运见好就收，八九民运的结

局就会完全不一样。

芮 : 但那场运动的许多亲身参与者并不认同您的看法，包括您说的这些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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点。他们不认为在您说的这些节点上应当撤，而且，许多人认为大的群众

运动很难做到当收就收。

胡：我不同意这种说法。事实上，广场上的学生有好几次差一点点就撤了。

真是功败垂成，所以特别遗憾。我当然知道，群众运动不比军队，很难做

到令行禁止。群众运动要做到必要的自我控制是很不容易的。我在八九之

前就意识到这个问题。我在 88 年写文章提到，有人问为什么中国的民主

运动总是以失败而结束？我的回答是，因为它不失败就不会结束。

一般来说，群众性的非暴力运动要取得胜利，离不开两条。一是要有严格

的非暴力纪律，避免暴力行为，二是能见好就收，在应该停下来的时候停

下来。八九民运极其出色的做到前一条，做得太出色了。拿北京为例，几

十万人上百万人一次又一次的游行集会，长达 50 余天，居然没发生打砸抢，

甚至连小偷都宣布“罢偷”。事后想起来都觉得不可思议，简直是奇迹。

相比之下，让广场上的学生撤离广场的难度反而要小得多。八九民运把最

难的都做到了，把不太难的反而没做到。可见不是做不到，是当时的我们

缺少博弈的概念，缺少政治是妥协的概念。我写《八九民运反思》的目的

之一就是强化这些概念。这样我们在下一次就可以做得更好。

芮 : 您也将“见好就收”用在了对香港反送中运动的分析中。据我所知，

不少香港朋友也不认同您的批评。您认为反送中运动在什么节点上应该“见

好就收”呢？“勇武派”崛起后，温和一翼决定不“割席”，对此您如何看？

勇武派的“勇武”到底意味什么，是否就是诉诸暴力？

胡：关于香港 2019 年的反送中运动，需要多说几句。6 月 15 日，港首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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郑月娥宣布无限期暂缓修例，就是明显的“好”，民运就应该见好就收，

而且反送中运动没有采取占领中心广场一类的方式，因此不存在撤离不撤

离的问题。但是在反送中运动中出现了勇武派的暴力。反送中运动的失败，

就败在勇武派的暴力上。

港人本来有着强大的、深入人心的非暴力抗争的传统。可是在反送中运动

中却出现愈演愈烈的暴力，需要说明的是，勇武派的暴力不是暴力革命，

不是武装起义，不是打游击。勇武派的暴力是低度暴力，主要不是针对人

身，而是针对器物，针对政府象征物，比如立法会大楼外墙，还有地铁设施、

亲共商铺之类，有些勇武派向警察扔砖头、扔燃烧物。

勇武为什么在反送中运动中得势了呢？其实是出于一个严重的误判。港府

要推行送中条例，港人强烈反对。6 月 9 日，港人举行 100 万人大游行反对，

但特首林郑月娥在第二天仍然说要推行送中条例，香港立法会主席梁君彦

宣布要在 6 月 12 日二读审议。在 12 日那天，从凌晨起，就有大量港人，

主要是年轻人，包围了立法会，然后和前来的警察发生激烈冲突，有抗议

者往警察扔砖头，警方则发橡皮子弹和瓦斯，场面火爆，导致立法会很难

进行，主席梁君彦宣布推迟二读。三天后的 6 月 15 日，林郑月娥宣布暂

缓修例。

在很多人看来，既然在 9 日的百万人和平游行之后，林郑还说要修例，而

在 12 日的暴力冲突之后，林郑就改口了，说暂缓修例了。于是他们得出

结论：和平游行是没用的，要来点暴力才行。纽约时报 17 日发表的新闻

分析，引用香港浸会大学政治学者高敬文 (Jean-Pierre Cabestan) 的话说，

“一周前的那次适合家庭的游行不足以传递一个信息。”“不对当局施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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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点暴力和政治压力的话，你什么也得不到。”于是勇武派声威大震，很

多和理非也对勇武刮目相看。但这是严重的误判。我当时就写文章指出，

港府之所以让步，就是因为百万港人的和平游行。因为百万人和平游行引

发了一系列连锁反应，尤其是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应，给港府和北京造成巨

大压力。

芮 : 为什么说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应，给港府和北京造成巨大压力？国际社

会有哪些重要反应？

胡：就在 6 月 9 日大游行之后的第二天，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发表声明：昨

天几十万港人的和平示威明确显示公众反对修例建议。美国认为修例可能

破坏香港的自治。如果通过修例，美国将考虑香港在国际事务中的特殊（独

立关税区）地位，等等。紧接着，6 月 11 日，美国众议院院长佩洛西也

发表声明，高度赞扬百万港人和平大游行，并指出，港府修例关系到美国

对香港自治地位的评估。6 月 12 日，川普在白宫还专门讲到 6 月 9 日港

人大游行，说，那真是 100 万人大游行啊，我从没见过那么多人的游行。

另外，德国政府也作出强烈反应并表示，如果香港与大陆签订引渡协议，

德国将考虑停止它原来和香港的引渡协议。如此等等。

其实，北京方面自己也承认，它之所以让步，是迫于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应。

据香港建制派媒体《香港 01》6 月 16 日的报道，中联办专门派人到香港，

给建制派解释为什么要让步，说：这次修例的初心正确，但外国势力一共

有 67 次声明，企图加入干预及抹黑，令事情变得复杂，所以要暂缓修例。

港府和北京之所以在 6 月 10 日、11 日美国国务院和国会都发出警告之后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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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然按原计划准备在 6 月 12 日立法会二读，那只不过是他们暂时还没掂

量出美国警告的份量，很快他们就权衡出来了，所以在 15 日就宣布无限

期暂缓了。由此可见，港府和北京让步是港人和平抗争，以及和平抗争引

发国际社会强烈反应的结果，不是 6 月 12 日勇武行动的结果。可惜的是，

很多港人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。反送中运动初期的成功使很多人误以为和

平抗议没用、勇武才有用。接下来，抗议者提出“五大诉求，缺一不可”，

受到鼓励的勇武派把他们的行动进一步升级。7 月 1 日，一些勇武派撞碎

立法会大楼的玻璃大门，一度占领立法会。这时，从宣布无限期暂缓修例

后难堪的沉默了半个月的林郑马上站出来，宣称要“止暴制乱”。

我那时说，港人提出的诉求，有些可以通过和平抗争实现，不需要加入暴

力元素，有些诉求和平抗争达不到，加入暴力元素也达不到。港人的勇武

抗争在道义上固然有其正当性，但是我们不可忽视其副作用，尤其是被当

局利用、反过来打压港人自由空间的可能性。

芮：勇武抗争的副作用表现何在？

胡：7 月 1 日勇武派暴力冲击立法会大楼事件发生后第二天，美国前驻港

澳总领事唐伟康就发表讲话说，美国和其他许多人一样对昨天立法会出现

的暴力与破坏感到失望。英国外交部官员也发表了类似的讲话。但这些话

勇武派都听不进去。很多港人还是误以为和平抗议没用，勇武才有用。一

句“是你们教我们和平抗议没有用”的口号很是流行，连一些和理非的代

表人物都常提这个口号。

7 月 24 日，美国学者戴雅门（Larry Diamond）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提出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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港人应该见好就收，转而为长期目标的谈判和接下来的区议会选举作准备。

戴雅门对运动的渐趋激进化感到很忧虑，他尤其担心少数人从先前的非暴

力策略转向了针对财物的暴力。戴雅门说，虽然香港不是大陆，但当局

仍然有能力强力镇压。一旦北京决定出重手以掌控局势，“西方社会将没

有人骑马来拯救这些香港民主人士，我们没有能力也没有法律地位进行干

预”。日本东京大学教授松田康博说，政治是妥协的艺术，港人应见好就

收。有一些要求得到了解决，就暂时结束，然后再以和平的方式重新再来。

前美国在台协会理事主席的卜睿哲 (Richard C. Bush) 也说港人应当见好就

收，坐下来对话解决问题。戴雅门和松田康博都提到八九民运未能见好就

收的失败教训。一些资深的民主派领袖，如李柱铭、黎智英、朱耀明，都

对勇武派的行为表示反对，担心这会招致当局的强力镇压。李嘉诚在报上

刊登广告反暴力，警告“最好的因可成最坏的果”。但仍有很多人相信和

理非没用，不升级不勇武不行。

这时有人提出，民主派要团结，不要内斗，不要互相批评；应该“不割席”，

兄弟登山各自努力，文的也来武的也来不是更好吗？那时还有人提倡去中

心化、无大台，提倡运动应该像水一样无定形，如此等等。这些说法一时

间很流行，不少人还自以为发明了什么社运的新策略呢。

芮：您为什么不赞成“去中心化”、“无大台”？

胡：我对这些流行说法都非常不赞成。“去中心化、无大台”，其结果就

是木桶定律 -- 一只木桶能装多少水，取决于最短的那条木板 -- 运动的结果

取决于最激进的少数人，也就是最激进的少数人绑架了大多数人。“不割席”

是奢侈品，只有在高度法治的地方才行得通 -- 警察在打压暴力行为时能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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守分际，不去打压和理非。港府和北京哪会这么好？港府和北京一旦决定

严厉打击搞暴力的勇武派，它一定会把和理非一锅煮了。

再接下来，一些勇武派提出个大计划，叫“揽炒”，玉石俱焚，同归于尽。

他们要用不断的街头暴力，破坏公共设施，制造交通堵塞，干扰政府施政。

因为没有一个社会可以这样长期混乱下去，到头来就迫使当局二者择一：

要么作出让抗议者收获的让步，要么严厉镇压。他们又认定，当局一旦残

暴镇压，必定引起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强力反制，给中国政府造成很大损失，

甚至引爆中共统治危机，导致中共统治的崩溃。

我一看到这个策略就反对，因为很明显，如果实行揽炒策略，当局很可能

选择严厉镇压，那固然会招致国际社会的制裁，但是当局能够承受这个代

价，民运却承受不起那样的镇压，到头来玉焚了，石却没焚。后来，北京

直接出手，全国人大通过对香港的国家安全法。一不做二不休，接下来又

修改香港的选举规则，剥夺了民主人士成为正式候选人的资格。最近又通

过了 23 条。香港全面沦陷。回顾整个过程，香港民运转胜为败，从民运

方面检讨，败就败在不知道见好就收，败就败在勇武派的暴力抗争。

芮：也有香港朋友说，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不可能做到见好就收。

胡：这完全是在重复先前为八九民运失败辩护的论调。反送中运动重蹈了

八九民运的覆辙，都是因为没有见好就收而失败，然后又都是拿群众运动

不可能自我控制来辩护。港人没有吸取大陆民运的经验教训，我们海外民

运自己就没有认真吸取八九民运的经验教训。如果海外民运认真吸取了经

验教训，我们就可以对港人提出忠告和建议。但是这么做的人寥寥无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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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多数人只是一味的呐喊助威。这使人想起圣经故事里的一句话：“他们

什么也没有忘记，但什么也没有学会。”

芮：我们回到总结八九民运经验教训的问题上来了。人们都知道应该总结

经验教训，但并非所有“总结”、“反思”都是正确、有益的。

胡：六四之后，我最大的担心就是，一般人会从消极方面吸取经验教训：

就是对于中共这样的政权，非暴力抗争是没有用的。问题在于当人们认为

非暴力抗争没有用的时候，他们并不会像很多人想象的那样转而进行暴力

的抗争。因为在今天中国的这种现实条件下，由一般的民众进行暴力抗争

是缺少现实可行性的，因此当他们失去了对非暴力抗争的信心，从而放弃

了非暴力抗争，他们也就是放弃了抗争本身。所以我觉得有必要向大家说

明，在中国就算面对中共这样的政权，非暴力抗争依然是可行的，是可以

取得成功的。以前包括八九民运遭到的失败并不是必然的，这和我们民运

方面自己的策略失误有很大的关系。

不少人同意我对八九民运的分析，也认为八九民运的失败确实并不是必然，

如果能够做到见好就收，那完全可能取得成功。但有些人又说，你要求一

场大规模的群众运动能够做到必要的自我控制，这根本是做不到的。按照

这种说法，民运好比一辆只有油门没有刹车的汽车，那还有多少人肯坐上

来呢？我们不要小孩子玩火，就因为小孩子控制不住火势，到头来往往是

把自己也给烧灼了。要说大规模的民主运动做不到必要的自我控制，那结

论就该是以后不要再搞什么民运，免得成事不足败事有余。我那篇《八九

民运反思》很长，有 8 万多字，在《中国之春》月刊上连载 8 期才发完。

当时有些批评者表示很不耐烦，他们说，也许，下一次民运都爆发了，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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还在那里没完没了地反思呢。我要强调的是：如果没有对八九民运的深刻、

正确的反思，下一次民运根本就不会到来。

30 多年过去了。在中国，大规模的、有千千万万民众参与的民主运动再也

没有发生。照这样下去，今后民运也很难发生。正是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，

我们再次提出非暴力抗争的问题，必须认真总结过去民运的经验教训，努

力恢复人们对非暴力抗争的信心。

芮：具体地说，从八九民运和反送中运动，我们可以怎样总结教训，怎样

改进？

胡：两场大运动都遭到大失败。我们必须总结教训。“国际非暴力冲突研

究中心” (ICNC) 总裁哈迪 • 梅里曼（Hardy Merriman）归纳出非暴力抗

争成功的三大要素：一致抗争、规划和非暴力纪律。他强调一定要有战略

策略的规划，要有非暴力纪律，防止某些参加者的暴力行为。而反送中运

动期间提出的“兄弟登山各自努力”、“和理非与勇武不割席”、去中心化、

不要大台，条条都是和这三要素对着干的。这怎么搞得成？至于八九民运

中广场学生总是撤不下来，基恩·夏普总结的教训是，“非暴力占领一个

具有象征意义的地点对于抗议者来说毕竟是危险的，他们很容易被对手移

除。”香港 2014 年的占中运动也是采用了占领的方式，结果也是在该撤

的时候撤不下来，导致最后被当局强行清场，整个运动黯然落幕。为了避

免这一错误，在未来的抗争中，除非我们事先建立起退出机制，否则不要

采用占领这种方式。

芮：在海外，您和王天成等人都强调要坚定对非暴力抗争的信心。可是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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局的控制越来越严密。习近平上台以来，中国重回极权高压，高科技监控

技术的发展，也给当局的控制提供了新的方便手段。在这种背景下，怎么

才能重建人们对非暴力抗争的信心呢？

胡：现在当局的控制相当严密，不过在江胡时代，还是比较宽松的。在互

联网大普及的初期，再加上维权律师群体的出现，人们发表异议的空间比

八十年代还大。

举一个例子，79 年审判魏京生，魏京生的自辩词和律师的辩护都是保密的。

是一个在官方电视台工作的朋友在法庭现场偷偷录了音，然后民刊的朋友

把录音整理成文字油印成传单，在街头散发，但很快就被当局逮捕判刑。

可是到了胡温时代，民运人士在法庭受审，他的自辩词和律师的辩护词马

上就上了互联网广泛传播。这说明曾经一度，在中国，表达异议的空间比

八十年代还大。

问题是，虽然空间比原来增大了，但是缺少了千千万万民众的参与。也

举一个例子。2000 年六四前夕，北大哲学系研究生江绪林在著名的三角

地贴出海报，呼吁大家纪念六四十一周年。那时候的北大学生大都是知道

六四的，在那时，校园里是可以公开讨论自由主义的，可是没有人响应江

绪林的呼吁。江绪林还提出建立学生自治联合会，也没有人响应。那时北

大校方并没对江绪林采取多么严厉的措施，江绪林后来还是毕了业，然后

还去香港留学，取得博士学位后还能在上海的华东师大担任教职。这说明，

一定的空间是有的，敢带头的勇士是有的，缺的是广大民众的响应和参与。

1998 年 5 月，印尼爆发大规模民主运动，苏哈托专制政权黯然下台。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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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以前印尼人有这样一种说法：“十个人上街抗议，政府不理你；一百个

人上街抗议，政府要抓你关你；十万个人上街抗议，政府就会和你谈判。”

过去这 30 多年间，一小批勇士前赴后继，奋斗不止，可歌可泣，但遗憾的是，

大规模的、有千千万万民众参与的民主运动却再也没有发生。

随着时间的流逝，民运方面没有突破，而统治者就抓紧时间去加以修补，

把它镇压的技巧加以提升，当局的控制愈加严厉，非暴力抗争的空间被严

重压缩，但这种控制不可能天衣无缝，一定的反对空间总还是存在的。白

纸行动的发生就是一个例子。关键问题是参与的人太少，以及一般人失去

了非暴力抗争的信心。所以我们还是要努力重建非暴力抗争的信心。

芮：现在海外有不少人主张暴力抗争暴力革命，他们说非暴力此路不通，

只能暴力革命了；有的说非暴力和暴力不可偏废，我们既要非暴力也要暴

力，等等。

胡：不要以为这种声音这种主张现在才有，以前早有过了，二十多年前、

三十多年前就有过了。这类声音国内有，当时没有互联网，这类声音外界

听到的很少。海外有言论自由，我们就听到很多。

六四后不久，一个来自台湾在美国当理工科教授的张系国，也是个著名的

科幻小说作家，自费在《世界日报》上登广告：“悬赏十万美元，捉拿邓、

李、杨，死活不论。”有些民运人士嫌老的民运组织不带劲，又成立新组织，

成立党，宣称要推翻中共，不排除暴力，除了搞学运搞工运，还专门提出

要搞兵运，策动兵变。王炳章在 98 年出版了一本《中国民主革命之路》，

除了讲和平斗争、合法斗争之外，还用了很大篇幅讲暴力革命，讲武装起义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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军事政变，还讲到绑架、暗杀等行动。

可是三十多年过去了，主张暴力革命的朋友们提出的种种行动方案，没有

一条付诸实行。不是他们不想实行，而是实在找不到切实可行的方式、手

段和工具，以至于到头来毫无作为。他们自己三十多年的经历证明了他们

的主张没有现实可行性。

芮：也有人争辩说，过去 30 多年，也不是没有发生过暴力抗争，比如杨佳、

张扣扣；又比如有些地方的村民反强拆，他们集合起来，拿起家伙对恶势

力以暴抗暴，有的还取得了成功。请谈谈您的看法。

胡 : 我们谈的暴力非暴力抗争，主要指的是有政治诉求的社会运动。像杨佳、

张扣扣，以及反强拆的村民对基层恶势力以暴抗暴，不属于这个范畴。《水

浒传》里的不少好汉，在投奔梁山之前都干过这一类行动，但是只有他们

上了梁山和众好汉聚集在一起，扯起“替天行道”的大旗，这才算开始了

他们的造反事业。你注意到了吗？没有民运人士去当杨佳当张扣扣，也没

有民运人士集合起来拿起家伙和政府的爪牙们干。可见这种区别当事人是

明白的。

芮 : 您在文章里提到过，搞政变、兵变是别人的事，不是我们的事。您也谈到，

那些鼓吹暴力革命的人，实际上手里没有枪，没有办法来真正搞暴力革命，

所以说只剩下非暴力抗争的选项。但是我也看有人提倡说，为什么不能把

我们的努力方向用于促进政变或者兵变？如果我们把精力和资源去投入到

促进兵变和政变上，会不会有可能成本反而会更小呢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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胡：搞政变必须是接近最高权力的高层官员，搞兵变必须是掌握一定武装

力量的军人。如果你是华国锋，是叶剑英，如果你是林立果，那另当别论。

我们是平民，我们是民众。我们没法搞政变搞兵变。当然，我们可以用我

们的文章和讲话，用我们的思想和理念，去影响那些高层的人，影响那些

军人，并且通过和平的集体行动展现我们的意志和力量，向统治集团施加

压力，促使其分化和变化。这对我们来说还是非暴力。

需要说明的是，高层政变、军警抗命，乃至兵变，其实和我们所说的非暴

力抗争并不冲突。因为所谓非暴力，是指民众采用非暴力。非暴力抗争问

题专家基恩·夏普讲过，非暴力抗争取得胜利的方式之一就是，声势浩大

的非暴力抗争激化了专制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，促成了统治集团的分化：

许多官员拒绝执行上级的命令、军警不愿意镇压和平抗议的民众，甚至发

动政变和兵变。非暴力抗争获得胜利的另外一种方式是，在民间的巨大压

力下，统治集团上层分裂，开明派战胜强硬派，和民间力量达成制度性妥协。

芮：最后，可否请您谈谈，在纪念八九民运 35 周年之际，反对阵营需要

特别思考的问题是什么？

胡 : 我以为，我们需要特别思考的问题是如何改进自己，如何把对的事做对。

如果从民主墙运动算起，国人争取自由民主的斗争已经有 45 年了。回顾

以往，我们曾经有过令人激动的高峰，有过令人鼓舞的拓展，有过对未来

的高度乐观与坚强信心。然而到了 45 年后的今天，我们却不能不发现，

我们陷入了令人悲痛的低谷，曾经有过的那些成果都荡然无存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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面对这样的现实，我们不能不问自己：怎么会发生这样的变化？我们自己

在哪里没做对？无怨无悔应是指信念的执着和献身精神的矢志不渝，那并

不意味着我们先前所作的一切，在方式上和策略上没有任何可以检讨和可

以改进之处。我们做的事是对的，但是我们遭到的严重挫败表明，我们没

有把对的事做对。如果在“六四”35 年后的今天，我们都还不能找出当初

的失策之处和谋得今后的改进之道，那就是辜负了 35 年的光阴。

波兰的瓦文萨在讲到为什么偏偏是波兰，最早取得了自由民主的突破时说：

“因为我们比所有人更精明，我们从别人的模式中吸取了教训，青出于蓝

而胜于蓝。”瓦文萨说：“一切困难都是可以克服的，可以战胜的！那取

决于你用什么武器，什么方法，抑或是盲目冲动。我以前常坏事，就因为

我常常冲动——什么？不行？天啊，这怎么行！然后就被对方一拳打在下

巴上。后来终于想通了，这不是办法。我输了，证明我的方法一定不对。

所以我后来改变战术。我想，嘿，我今天打不过你，好的，后会有期。改

天换个方式再来，不行的话再换个方式，再换一个。如果我还是落败，就

说明我还没学乖，或者没有选对武器。”

相比之下，我们缺少的正是这种不断反省、不断改进的精神。八九民运遭

到严重的挫败，许多人只是一味地去怪中共——不是我们没做好，而是中

共太坏了；要么就是去怪民众，去批判中国人或中国知识分子的劣根性。

就算这些责怪全部正确，那又怎么样呢？既然我们的对手和我们的民众都

是给定的事实，我们的使命正是在这样的现实条件下，而不是在另外的假

想的条件下，推进自由民主。因此，我们必须改进自己，我们也只能改进

自己。仅仅是做对的事还不够，我们还必须把对的事做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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芮 : 谢谢您。今天对谈的是一个如此重大的问题，希望将来的抗争能做得

更好，达成结束专制、建立民主的目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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